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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新石器时代研究概述

李信 何春慰

翻开古代文献，浙江的历史最早只能追溯到越国的建立，而在此之前的浙江，则往往被斥为“荒服之地”。随着近代考古学

的传入中国，才使湮没不彰的浙江史前文化重见天日。尤其是建国后野外考古的蓬勃开展和研究的不断深入，不仅揭示出浙江

这片古老的大地上已有着辉煌灿烂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而且还证实当时的原始先民曾对中外原始文化作出了不朽的贡献。早在

明代正德年间，海宁就有一批石器出土而为时人笔记所载录。本世纪初慎微之在湖州钱山漾采集到不少史前文物，然多未引起

世人关注。直到 1936 年西湖博物馆施昕更在余杭良诸镇附近和吴越史地研究会在杭州老和山下（原称古荡）进行了考古发掘，

才第一次拉开了浙江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的序幕。施氏以出土文物为据，率先指出：“浙江古代已孕育很早的文化，可上溯至新

石器时代，夏商之世，文化更灿烂可观。”这“为一般墨守陈规旧式史观的人所梦想不到的”新说，曾震撼了当时的史学界（《良

诸—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浙江省教育厅 1938 年出版）。慎微之甚至主张“中国之文化，起于东南”（《吴越文化

论丛》，江苏研究社 1937 年出版）。尽管某些论点有失偏颇，但此种不为传统观念所束缚、勇于探索的精神是难能可贵的。

新中国建立后，从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中期，通过对全省进行了文物普查后，得知新石器时代遗址几乎遍及浙江各地。同

时发掘了诸如湖州钱山漾、邱城、嘉兴、马家洪、杭州老和山、水田贩、余杭良诸、瑞安山前山、淳安进贤等著名遗址，发表

了不少考古发掘报告和调查简报，提出了许多崭新的学术观点。尤其是钱山漾遗址的发掘，第一次把以黑陶为代表的良诸地层

和含几何形印纹陶为代表的地层区别开来．这是后来确立良诸文化命名的基础。当时不仅涌现了一批优秀的考古学者，为浙江

考古事业的发展奠定下坚实的基石，而且还出版了印制精美的《浙江新石器时代文物图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58 年出版）。

汪济英针对五十年代初考古学界主张良诸黑陶是受山东龙山文化影啊而发展起来的观点．指出“良诸黑陶有它独特的风格”,“决

不能把两者混为一谈”（《良诸黑陶又一次重要发现代文物参考资料》1956 年第 2期）。沙孟海在《略谈浙江出土的·石铖，》（《考

古通讯、1955 年第 6期）文中，主张良诸文化常见的“石铖改与其后的越族有密切的关系。陈左夫则对良洁玉器进行了探讨（《考

古通讯》1957 年第 2 期）。姚仲源、梅福根在炙浙江嘉兴马家洪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矛以考古》1961 年第 7 期）文中认定马

家洪遗址与邱城、桐乡罗家角和海宁彭城遗址等，均属于同一文化系统，仅有早晚不同的关系。

如果说六十年代以前主要局限于编写考古发掘和调查报告的话．那么进入七十年代以后．浙江考古学者的眼光已注重于区

域文化的综合研究和考古学编年，随着江浙沪田野考古发掘新资料的不断涌现，越来越显示出太湖流域史前文化浓厚的地方色

彩，加上自 1972 年以后我国陆续公布了一批碳十四测定年代数据，表明良诸文化的年代为公元前 3310 年至前 213。年之间，因

此而彻底否定良诸文化由龙山文化传播而来的说法。1977 年夏鼎又建议把太湖流域早于良诸文化的类型定名为马家洪文化。牟

永抗、魏正瑾则根据江浙沪著名遗址的地层迭压关系及其文化内涵研究，提出了太湖流域新石器时代的发展序列是：马家洪文

化—裕泽文化—良沽文化。并对马家沂文化、裕泽文化、良诸文化的特征和年代进行探讨，指出太湖流域的史前文化是中华民

族形成过程中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家洪文化和良诸文化》，《文物》1978 年第 4期）。

尤其令人振奋的是：1973 年夏在余姚发现了举世瞩目的河姆渡文化遗址，把浙江的新石器时代一下子上溯到七千年前，当

消息公布之后．立即轰动了国内外学术界，并被誉称为“七千年前的文化宝库”。该遗址经 1973 年和 1977 年进行了二次大规

模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的珍贵文物和动植物遗存。其中数量巨大、保存完好的栽培稻遗存．桦卯形式多样的木结构建筑奇迹，

独特的陶器群，丰富多采的艺术品，悠久的纺织、髯漆和凿井技术与舟揖的出现，以及多达 61 种的古动物遗骨，不但对考古界、

历史界的研究具有戈少寸代的重大意义，而且对农业史、建筑史、纺织史、造船史、科技史、宗教史、艺术史、音乐史和古动

物、古植物、古气候、古地理与水文的研究，也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实物资料，这在全国乃至全世界同类遗址中都是十分罕见的

（《河姆渡遗址第一期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8 年第 1期；《河姆渡遗址第二期发掘的主要收获》，《文物》1980 年第

5期等）。继河姆渡遗址发掘之后，1979 年又对桐乡罗家角遗址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再次获得了一大批珍贵文物和动植

物遗存。其第四文化层采集标本经测定距今拼代已达七千年，把马家洪文化的编年又提前了一段时间，《桐乡县罗家角遗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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掘报告》，《浙江省文物考古所学刊》，文物出版社 1981 年出版）从而揭示地处长江长江下游地区的浙江，早在七千年前已有

着辉煌灿烂而又丰富多采的原始文化。

八十年代以后，众多学者既深入研究了河姆渡文化、马家洪文化和良诸文化，同时又进而探讨了中国稻作农业的起源与传

播、中国玉器时代和中国文明的起源及海外文化交往等重大课题。牟永抗等夕、《江浙的石犁和破土器一一试论我国犁耕的起

源》以农业考古》1981 年第 2期）对石犁和破土器进行了复原研究，提出“远在五千年前长江下游地区就发明了犁耕”的主张。

姚仲源则就罗家角遗址与马家洪文化的关系作了探索，指出马家洪文化应源于罗家角类型（《二论马家洪文化》，《中国考古

学会第二次年会论文集》）。牟永抗就浙江各地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进行综合考察后，主张浙江新石器时代文化可划分为杭嘉湖、

宁绍、金衙和匝江水系四个地区文化类型（《浙江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初步认识方，了中国考古学会第三次年会论文集》，文物

出版社 1984 年出版）。刘军则再次强调河姆渡遗址一、二、三、四文化层是一脉相承的，应视为一个文化整体《河姆渡文化的

再认识》，出处同前）。毛昭晰、梅福根也对河姆渡文化进行了有益的探讨（之文化交流》1986 年创刊号）。汪济英主张河姆

渡文化只能包括第三、四文化层，而第一、二文化层实应看作是河姆渡文化（三、四层）和马家洪文化（早、中期）交融；亡

合的结果（《良诸文化的回顾与探讨》，《良诸文化》，余杭县政协编．1987 年）。游修龄根据河姆渡发现的大量稻谷．认定

尼泊尔以东的阿萨姆、缅甸、泰国和中国云南是栽培稻起源地，传至太湖地区形成独特的内容丰富的中心，并支持了稻作文化

从太湖地区出长江口渡海东传日本的观点（《太湖地区稻作起源及其传播和发展问题》，了中国农史、1986 年第 1期）。王心

喜甚至断言“水稻只能从江南地区由海路输入日本，除此别无他路”（《江南地区远古居民航渡日本试论》，《海交史研究》

1987 年第 2期）。林华东在《中国稻作农业的起源与东传日本》（《农业考古》1992 年第 1期）文中，提出稻作农业的出现应

具备天时、地利和人为（文化较发达的原始先民）三大要素，指出长江中下游地区才是中国稻作农业的起源中心，传入日本的

稻米之路应是：长江下游—山东半岛—朝鲜半岛—日本九州。

1986 年和 1987 年在余杭反山和瑶山发现了大型良诸文化墓地和祭坛，出土了大量弥足珍贵的良诸文化精美玉器，是良诸文

化考古史上的重大突破，因而在学术界掀起了良诸文化玉器研究热潮。王明达在《浙江余杭反山良诸墓地发掘简报》（《文物》

1988 年第 1期）中，以为能够驱使大量劳力构筑大规模的专用墓地者，足以说明墓主人是一批部族显贵，或为巫现，或为军事

酋长之类特殊阶层。丙国耀、牟永抗在《余杭县瑶山良诸文化祭坛遗址发掘简报》（出处同前）中主张以祭天礼地为主要用途

的祭坛和布列于土坛上的 12 座墓葬，“可能出于同代人之手”，墓中“埋葬的就是巫现”,“可能也是祭祀的对象”。董楚平

指出良诸文化的“神人”与显贵者的衣冠文化十分雍容典雅，更接近中原商周时代的神人与贵族的气派，此中信息大可寻味（《东

南文化》1988 年第 3、4合期）。林华东则率先提出瑶山良诸文化祭坛与墓葬并非出自同代之手，是“祭坛废弃后被用作氏族公

共墓地”的（《瑶山良诸文化祭坛小议》，《东南文化》1988 年第 5期）。牟永抗又对良沽文化重器中的玉琼研究，认定其祖

型可能是与“图腾崇拜有关的某种物体的转化物”(《良诸文化玉器·前言》，1989 年）。刘斌认为玉琼应滥筋于图腾柱（《良

诸文化玉琼初探》，《文物》1990 年第 2期）。林华东在《论良诸文化玉琼》（《东南文化》1991 年第 6期）文中主张玉琼实

应源自玉臂圈（镯），它是寓宗教、装饰、仪礼、权力于一体的复杂而特殊的玉器，继而提出良诸文化末期应已出现了方国。

牟永抗、吴汝柞通过对中国各地出土史前玉器全面考察后，对张光直提出的“玉器时代”新说进行论证，认为：玉作为非实用

性的生产工具和专用玉质礼仪制品，标志着以等级为核心的礼制的开始，象征着持有者的特殊权力和身份,“这正说明了玉器时

代是中国文明的起源时代”(《光明日报》1990 年 7 月 4日）。戴尔俭在《玉器时代献疑与美感探源》（《东南文化》1992 年

第 2期）文中，认为主张在中国进入青铜时代之前还存在着一个玉器时代的说法是不恰当的。因为玉器并非实用性工具和武器，

同时在中国出土也不具有普遍性，它充其量也只是文明前夜的文明因素之一。

值得重视的是：1987 年余杭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还编辑出版了《良诸文化》一书，收录 1986 年 11 月在杭举办的“纪念

良诸文化遗址发现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的文章 20 多篇，研究内容涉及良诸文化的内涵、分期、年代、性质和来龙去脉等领域。

1989 年江浙沪考古学者通力合作，编撰了《良诸文化玉器》一书，收有彩色图版 239 幅，由文物出版社和香港两木出版社出版。

此书拍摄技术高而又印刷精美，是良诸文化玉器研究的珍贵史料。林华东专著《河姆渡文化初探》（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2 年出

版）一书，全面而系统地揭示了河姆渡文化的内涵，立论中肯而严谨，既注重物质文化研究，又剖析了河姆渡先民的精神文化

世界。同时还阐明“河姆渡人”对中外古代文明演进所作出的贡献，指出长江流域也是中华原始文明的又一摇篮。此书分别荣

获华东地区优秀政治理论图书和省社科院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以及浙江省 1991-1992 年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